试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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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主体因国家、市场和学术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在实质上飘忽不定，从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理性。新中国成立后始于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分别起始于社会转型之际，体现了政治理性和弱经济理性的特点。20世纪末，进行中的制度变迁体现出价值理性分野的迹象。制度变迁因主体的有限理性须遵循道德理性的制约，将政治论与认识论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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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higher education reflects the different trends of value rationality as the subjects vary due to the outcome of the game among the power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academy.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starting from 1950’s and 1980’s respectively resulted from the social restructuring and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one in succession. At the end of the 20 century, the ongoing change indicated the value rationality division. The subject needs to be enslaved to the moral reason and take politics and epistemology as the basis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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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理性的理解[1]

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他指出，价值（合乎）理性是主体“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由此主体“向自己提出某种‘戒律’或‘要求’”，使自身的“行为服务于他内在的某种‘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种‘事’的重要性的信念’”，而“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甚至可以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究其含义，价值（合）理性强调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通过实践的途径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此间对“价值”的界定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本质认识，在特定条件下，“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体现为一种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韦伯将数学形式等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叫做“工具理性”。究其含义，即为：主体在实践中作用于客体，并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客体的最大价值的功效，满足主体对客体的价值需求。

基于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理解，我们可推断两者的关系。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是选择正确的实践途径的前提，因此价值理性是不断激励主体自我预设、实现目标的指南针，另一方面，主体对客体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驾驭的过程，也是实现客体价值的过程，因此，在主体依靠工具理性、实现客体的价值的过程中，也是反映主体的价值理性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说，价值理性的存在为工具理性提供了方向，它指导主体“应该如何做”，强调的是客观性，对主体的行为要求源于对事物本质及规律的认识；工具理性的存在，则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支撑，它引导主体“如何做”，是主体体现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具主观性。在自身意志的支配下，若主体凌驾于事物的本质，其行为便易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的解读

既然“价值”是主体与客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基于主体对客体的本质认识，因此在分析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时，对制度变迁之主体的认定极为重要，因为不同的主体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识、对规律的驾驭差之千里，由此也会导致制度变迁所追求的价值理性的不同及其不同的工具理性。

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主体常因国家、市场和学术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在实质上飘忽不定。在我国，围绕高等教育制度而进行的力量博弈中，国家的力量一直明显胜出。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开始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主体。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相继体现出政治理性与经济理性的特点。90年代末，进行中的制度变迁之主体逐渐多元化，从而体现出价值理性分野的迹象。

(一）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政治理性
50年代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基于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且是唯一的领导党，党的组织网络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整个社会高度泛政治化。国家逐渐体现出一元化总体性社会的特征[2]：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混为一体，中央政府集各种权力与资源于一身，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属于私域的个人生活进行着有效的高度控制，并成为各系统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结构的整体性催生着教育系统的制度变迁，在教育领域，政治理性作为一种价值理性首先体现在新中国的办学宗旨上[3]，1949年12月23日-31日，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4月、6月，中共中央分两段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系列有关办学方向的表述体现了国家作为制度变迁之主体对教育的本质认识：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为政治服务成为教育的基本价值所在，而实现其政治理性的途径是确立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领导权，并“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来建设新教育。高等教育制度作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变迁中必然渗透并体现出如此的政治理性，其制度的变迁围绕着政治使命而进行，政治与高等教育体现出显性相关的模式[4]。

作为追求政治理性的手段，国家确立了与一元化的总体性社会特征相匹配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1950年5月，《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中央教育部对各大行政区高校的集中领导权力[5]。1953年5月，《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确定了中央高等教育部与中央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管理学校的领导体制，并将高等教育集权的管理体制延伸至高校的核心活动 [6]。1961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确立了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7]。高等教育这种集权的管理体制还通过各级教育机构及高校设立的政治机构确保了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这样的管理体制既是追求政治理性的体现，也是谋求政治理性的工具，由政府通过颁布具体的行政命令而确立。

既然高等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在有关人才培养而进行的制度变迁中，也体现出其追求政治理性的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大学体制的变化、专业调整和高校内部的课程设置上。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一五期间我国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此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大学的理科为重点，适当发展农林、师范、卫生和其他各类学校，高校系科、专业设置以机器制造、土木建筑、地质勘探、矿藏开采、动力、冶金等为重点。灌输意识形态的政治课程进入高校课堂。新的大学体制的建立与专业的调整设置体现并满足着“谋求政治善治”的价值取向，通过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的演绎而实现，高等教育不仅承担起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的任务，也努力实现青年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让他们成为政治上的合格人才，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夯实新政权的统治基础。

总体而言，5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所遵循的价值体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政府为谋求政治善治所做的选择，其政治理性的轨迹清晰可循。在社会转型之际，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默契地相互映照。

(二）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弱经济理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当时改革开放事业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整个社会转型的最强大动力，也对教育体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8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深刻而隐蔽地影响着教育体制改革，使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体现出经济理性的特点。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8]。自此，我国的教育方针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历史飞跃，这一转变是高等教育制度由政治理性转向经济理性的拐点，体现了教育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这在此后的一系列文件中亦有明显体现：1992年《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深化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的若干意见》提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9]。1993年1月《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有利于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10]。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8个原则，明确了教育须“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11]。80年代以来经济理性作为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价值理性明显表现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上：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于如何使高等教育改革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如何使高校办学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变政府机构和职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逐渐成为强化政府职能的改革领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大致遵循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的路径，在高等教育领域，则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2]。并加强省政府的统筹决策权，通过“共建、转权、合作、合并”，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的领导体制，纠正原来各自小而全的封闭办学模式，提高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办学效益，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市场体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的规则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市场规则和法律、契约成为社会整合越来越重要的工具，高校和其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逐渐加强，这典型地体现在作为校内管理体制改革重头戏的人事制度改革中，以经济杠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以绩效考核为导向的学术能力评价成为高校薪酬制度的一大特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手段用得过多过泛，使得原本为手段的“经济刺激”成为目的，而原本为目的的提高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却成了手段，从而导致手段和目的的“异化”[13]。这种体现了经济理性的契约关系显然并非源于学术自由的内生诉求。

8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具有一部分经济理性的特点，但最根本的是，国家的力量仍然是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制度变迁体现了转型时期国家价值理性的转向，并通过一系列文件将这种价值取向渗透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变迁中。

(三）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价值理性的分野

两次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分别起始于社会转型之际，体现了政治理性和弱经济理性的特点。20世纪末，进行中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主体开始多元化，并因其追求不同的价值理性而遵循多种途径。

在宏观层面上，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政府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均将实现大众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使得政府政策主导下的大众化进程成为政治民主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高等教育不再仅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资源、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具，它也成为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大众化进程中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私立部分在实质上逐渐成为一种产业运作融入经济中，其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设置“短平快”专业的灵活运作弥补了它学术力量薄弱的缺点，并在消费市场遇到热情的回应，满足了那些本无缘继续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的学生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育民主化的诉求，更让那些运作有方的举办者赚了个盆满钵满。其体现经济理性的价值理性源于举办者多为创业有成的商人而非从事慈善事业的民间机构。

在微观层面上，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正式施行，高校被赋予法人地位并依法享有7项自主权[14]。大学内部的制度变迁体现出高校作为制度变迁之主体追求学术理性的价值取向，并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实现。这主要体现在高校内部教学理念的改革和以学术为中心、彰显学术权力的人事制度改革两个方面。
21世纪初始，北大、清华、复旦、武大等高校比较明确地尝试着本科教育趋向“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力图改变新中国以来我国大学历来缺乏通识教育的状况。北大在2001年9月启动“元培计划”，中山大学尝试推行“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武汉大学举办“国学试验班”和“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复旦大学于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学校引入经典名著课程，鼓励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这种将带有通识教育意义的素质教育思想渗透到专业教育中的尝试成为大学部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特点[15]。
在学校内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03年5月30日出台的《中山大学教师编制核定、职位设置与职务聘任规程》打破了教师职务聘任终身制，由校、院、系的教师编制核定与职务聘任委员会指导教师编制、核定职位设置和职务聘任的有关工作，确保学校的人事聘任以教学、研究工作为核心进行[16]。2004年，北京大学试图通过教授聘任、评估和升迁淘汰制度，放眼国际，选拔优秀教师，尽快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引起激励争论并九易其稿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体现了“依靠学术权利、重视学缘结构、促进学术进步”的这样一个愿望[17]。
三、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的思考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的解读可知，上述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正是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理性：若主体追求学术理性，则其制度的变迁以认识论哲学为导向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而进行；若追求政治理性，则高等教育制度成为政治权利的附属物和工具，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存在，即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团体等社会政治存在形式，在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运用这个政权的力量处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所进行各种治理和管理活动时，根据特定的环境或条件，为谋求善治作出稳定的、能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决策选择；若主体追求经济理性，则其在高等教育活动中为追求经济效用最大化而进行预期假设、决策选择与实践演绎，由此高等教育便具备了经济工具主义的若干特点。分析三种理性，其核心的共通之处在于：在特定条件下，主体运用自身能力谋求稳定的、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分别肇始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制度结构的整体性为使得国家或政府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两次强制性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在主体价值理性的指引下，新的制度因设计而产生，它们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由踞于社会顶层的权利机构以强制力所具有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推进制度变迁。90年代末的制度变迁之主体逐渐多元化，并因其追求不同的价值理性而遵循多种途径。

韦伯将“国家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都概括为“政治”[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分别始于50年代和80年代、体现政治理性和弱经济理性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在本质上都是“政治的”。但是显然， 基于“政治”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期间国家刚性的意识形态铸就了制度的有限理性，这反映在对高等教育的本质认识、高等教育价值观以及支配高等教育行为的规则中。作为高等制度变迁之主体的国家因其有限理性还须受道德理性的制约。“出于责任而非合乎责任的善良意志” 作为行为的终极意义所在[19]，体现在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要求政府将整个社会系统与每一平等子系统的全面发展和日益完善作为自身活动的总目标，也要求高等教育不至于降格到一种被剥夺了所有个性的社会公共机构的层次上，它既为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政治理性或经济理性设定边界，也在高等教育功能多样化的今天强调学术的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也即，在制度变迁中将政治论与认识论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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